外贸政策、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杨艳红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了中国贸易政策在外商在华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人利用中国1982-2002的年度数据，采用新增长模型分析贸易开放度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贸易开放并没有提高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外贸体制仍是保护贸易体制，主要是在体制外开辟了一个新途径，即对“三资企业”的进出口和加工贸易实行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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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目前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FDI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制定了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然而，许多对发展中国家FDI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不相一致的结论。例如，De Gregorio(1992)、Blomstrom et al(1992)等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Hein(1992)、Balasubranyan et al （1996）等认为FDI对经济增长没有多大影响。Borensztein(1998)、De Mello(1999)等则认为FDI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促进作用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
也就是说，FDI的增长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要取决于东道国特定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东道国的外贸政策。1973年巴格瓦蒂对此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此后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Bhagwati,1978,1985,1994；Brecher & Diaz-Alejandro,1977；Brecher & Findlay,1983）。这些研究形成这样一种假说（又称为巴格瓦蒂假说）：即进口替代体制下的FDI外溢效应要小于出口导向体制下的FDI外溢效应，甚至前者可能为负。目前有几位学者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研究（Balasubranyan et al ,1996；Athurokola & Chand ,2000；Archanun Kohpaiboon,2003），并证实了这一假说。

本文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来分析贸易政策对FDI增长效应的影响。其实，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时也涉及到贸易开放度对FDI贡献的影响。何洁（2000）指出，单纯提高一个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对提高FDI的溢出效应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张建华等（2003）在以广东为例考察FDI的技术溢出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过去20多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中国的外贸政策也由进口替代政策逐渐向出口导向政策转变。因此，研究贸易政策对中国FDI的增长效应的影响很有必要。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贸易政策对FDI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

关于外贸政策如何影响FDI的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由巴格瓦蒂最先提出的，是从他1978年提出的贫困化增长理论扩展而来的。他认为（后被称为巴格瓦蒂假说），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与该国采取的外贸政策体制有关，出口导向政策体制（EP）下的FDI效应要大于进口替代政策体制（IS）下的效应，甚至后者可能为负。根据巴格瓦蒂的解释，出口导向政策体制是指出口品的平均有效汇率（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exports）等于等同于进口品的平均有效汇率；进口替代政策体制是进口品的有效汇率高于出口品的有效汇率。在巴格瓦蒂看来，EP具有“政策中性”的特征，它没有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人为的激励，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发挥了东道国的比较优势。相反，IS对FDI提供人为的激励。于是，在其他影响FDI流量与效应的条件不变的前提下，IS诱使FDI的进入只是为了有限的国内市场，而EP是面向国际市场，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活动。因此EP比IS能吸引更多的FDI，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和影响。

随后， Bhagwati（1985，1994）、Brecher & Diaz Alijandro(1977)和Brecher & Findlay（1983）对此分析进行了拓展，认为关税引致型FDI造成东道国的福利损失可从三个方面看：一是关税造成东道国生产和消费的扭曲，引起该国福利下降；二是关税引致的FDI配置在东道国比较劣势的行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降低了该国福利；三是FDI投资于高度保护的进口竞争行业，使外商投资企业具有垄断势力，并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利润最终会汇回母国，这对东道国不利。他们还指出，巴格瓦蒂假说中所指的在保护环境下关税引致的国外免税资本流入会导致贫困下增长现象，指的就是后两种损失。

因此，贸易政策对FDI的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

一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在进口替代体制下，FDI通常流向东道国具有比较劣势的部门（资本密集型行业），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为了维持其市场份额，从东道国高度保护的行业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和经济租。这种体制激励跨国企业从事寻租活动或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而出口导向体制对FDI的激励是“中性”的。在出口导向外贸政策体制下，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利用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和丰富的原材料。跨国公司在没有任何扭曲的经济环境下生产，必然大力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或生产以出口为主的产品，充分发挥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同时，跨国企业面向国际市场生产，其生产不受东道国国内市场的限制，从而获得较高的规模经济效益。

不同贸易政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还可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93）来解释。根据邓宁的理论，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个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贸易体制影响了一个企业的地区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从而导致国际生产类型的不同。在进口替代体制下，FDI属于市场驱动型的投资；而在出口导向体制下，FDI多属于效率驱动型的投资。

另一是贸易政策影响FDI的溢出效应。跨国公司一直是现代技术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从事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也是绝大多数先进技术及生产工艺的垄断者。在技术的国际转移和扩散中，跨国公司发挥着主导作用。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Borensztein et al,1996；Lipsey,2000；Sjoholm,1997）。这种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的：（1）示范效应，又称传染效应，指国内企业通过对跨国公司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的模仿和学习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2）竞争效应，即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促使东道国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3）培训效应，跨国公司对当地员工的培训投资提高了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4）联系效应，跨国公司通过与国内企业的上、下游联系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及技术标准、增加当地企业家的压力等，从而推动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

但是，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一个适宜的经济环境，而进口替代体制不可能为外国公司产生有利的溢出效应提供合适的经济环境。在进口替代体制下，FDI主要投资的行业属于外贸政策高度保护的行业，东道国当地企业通常无法进入这些行业，从而限制了技术及效率的外溢效应。更重要的是，竞争是激励当地企业采用新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以及提高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受保护性的行业缺乏竞争。相反，出口导向外贸体制有利于FDI正溢出效应的产生。因为，在出口导向体制下，FDI主要投向该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行业。这些行业里的企业具有追赶外国企业的能力以及提高自身生产率的潜力。同时，国内外企业形成有利的竞争环境，促使东道国从外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中获得最大好处。

三  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上面的分析，这里利用总量生产函数，来探讨贸易政策对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影响。根据新增长理论，总量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

F=f（A，L，K，H）                                                 （1）

其中Y表示产出，用GDP表示，L为劳动力，K为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存量，A为全要素生产率。根据新增长理论，A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里假定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通过A起作用，而不是通过投资量。这一假定考虑的是FDI并非全部用来增加国内投资。更重要的是，FDI对A的作用又受贸易政策的影响。A受贸易政策开放度的影响可用公式表示为：

A=G（FDI，FDI*TP）                                               （2）

把（2）式代入（1）式得：

Y=F（L，K，H，FDI，FDI*TP）                                      （3）

由上面的模型就可得到计量分析的回归方程：

Y=a+β1L+β2K+β3H+β4FDI+β5FDI*TP+ε                              (4)
其中各变量的表示如下：

Y: 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单位: 亿元人民币) 的自然对数值, 代表每年的经济增长。本文中Y为被解释变量, 其余变量均为解释变量。
L: 每年全国从业人员(单位: 万人) 的自然对数值,其与Y 呈正相关的关系。
K:由于没有国内资本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这里用国内固定资本投资与GDP的比例来代替。许多研究文献都采用过这种替代方式（Barro,1999;Balasubrananyam et al,1996）。
H: 各年的人力资本存量。在中国目前尚未有权威的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计量方法, 本文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计算公式为：（小学在校学生人数*6+中学在校学生人数*12+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16）/总人口数。从理论上讲, 如果经济是内涵式增长, H 与Y应呈正相关关系。
FDI : 每年外国直接投资年流入量(单位: 千万美元) 与各地区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单位: 亿元人民币) 的比例。FDI 与解释变量Y应呈正相关关系, 以表示FDI 的技术外溢对经济的增长效应。

FDI·TP: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比与贸易政策开放度的乘积。根据巴格瓦蒂假说，这一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示FDI 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需要与一国贸易政策开放的程度相结合。贸易政策开放度采用了二种表示方法，分别是：（1）进出口总量(单位：亿美元)占GDP（单位：亿人民币）的百分比，记为OPEN1；（2）出口(单位：亿美元)占制造业总产出（单位：亿人民币）的百分比，记为OPEN2。第二种表示方法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开放是世界制成品市场一体化的前提。即一国制成品出口增长只可能在政策中性和市场机制作用情况下该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才能取得。
（二） 数据来源及计量分析结果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3-2003）从1982至2002年的年度数据，其中1982年的各项数据是取1979年至1982年的平均值。

本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进行回归运算, 估计各变量的系数。为了详细测量每一解释变量的系数, 本文逐渐扩大解释变量的个数, 并删除不显著的参数, 具体结果见表1。在表1的第一列中, 我们选取K、L、H三个解释变量, 从结果可以看出这一变量对Y有显著影响(在1 %及10%水平上显著) , 并呈正相关关系。第二列中加入变量FDI, FDI与FGDP 均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0%水平上显著，但是K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第三列中再加入变量FDI·OPEN1 时, 发现K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于是在第四列中利用变量FDI·OPEN2 时, 发现K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随后，在第五列和第六列中，去掉变量K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当采用FDI·OPEN2变量时，各解释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模型也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1.  贸易政策、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分析
	变量
	1.1
	1.2
	1.3
	1.4
	1.5
	1.6

	C
	-48.595

-12.855﹡﹡﹡
	-46.231

-12.539﹡﹡﹡
	-41.859

-10.798﹡﹡﹡
	-43.936

-13.467﹡﹡﹡
	-44.397

-12.746﹡﹡﹡
	-45.403

-14.240﹡﹡﹡

	H
	1.554﹡﹡﹡
3.445
	2.129

4.199﹡﹡﹡
	1.190

1.896﹡﹡﹡
	1.012

1.673
	1.931

6.101﹡﹡﹡
	1.739

5.307﹡﹡﹡

	L
	5.057

14.358﹡﹡﹡
	4.845

14.165﹡﹡﹡
	4.470

12.679﹡﹡﹡
	4.702

15.845﹡﹡﹡
	4.700

14.819﹡﹡﹡
	4.824

16.484﹡﹡﹡

	K
	0.031

1.904﹡
	-0.004

-0.170
	0.039

1.356
	0.035

1.414﹡
	
	

	FDI
	
	0.082

1.987﹡
	0.191

3.069﹡﹡﹡
	0.234

3.473﹡﹡﹡
	0.172

2.770﹡﹡
	0.216

3.169﹡﹡

	FDI·OPEN1
	
	
	-0.037

-2.181﹡﹡
	
	-0.021

-1.675
	

	FDI·OPEN2
	
	
	
	-0.040

-2.644﹡﹡
	
	-0.027

-2.176﹡﹡

	R2
	0.974
	0.979
	0.984
	0.986
	0.982
	0.984

	调整后的R2
	0.969
	0.974
	0.979
	0.981
	0.978
	0.98

	F
	209.731
	185.574
	184.261
	205.436
	218.407
	241.218

	样本数
	21
	21
	21
	21
	21
	21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计量结果表明：1.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对GDP的增长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在表1的估计结果中, 它的系数估计值始终为正，根据第六列的估计，其系数为0.216。这表明在我国每年FDI流量相对于其当年经济规模的比例每增加1% , 相应的GDP就将增加0.216%。
2．FDI·TP的估计系数与理论模型的结论相反, 与Y成反方向变化。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中, 贸易政策开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产生较轻微的不利影响。

为何贸易政策体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外贸政策体制仍属于一种保护型政策体制，外贸的高速增长多是通过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是从进口替代型贸易体制进行渐进式改革开始，但是它并没有转为自由化的外贸政策体制。外贸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1) 1978-1992年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保护贸易政策；(2) 1992-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入世前具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3)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逐渐向WTO规则相适应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中性贸易政策转变。（刘似臣，2004）但是，我国贸易战略一直是以重商主义的“出口创汇”思想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实行“奖出限入”的政策，仍属于保护贸易体制。
我国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比GDP增长多一倍的速度增长，主要是因为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实行优惠措施。中国对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自1984年以来实行优惠进口政策，对其进口的投入品减免关税和增值税，免领进口许可证，加工再出口时免征出口税和免领出口许可证。同时，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非常多的优惠待遇，主要包括：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减免关税和进口增值税、对三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等。这类优惠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例很大。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99年为出口而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占进口金额的44%；2000年优惠进口的商品金额所占比重达60%，其中加工贸易免税进口的占41%，合资企业初始投资免税进口的占13%，其他减免税进口占6%。同时，外资企业及加工贸易对我国出口的大幅度攀升也起着主导作用，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92年的20.4%上升到2002年的52.2%，外资企业对我国出口增量的贡献度已经由“九五”期间的47%上升到2001年的81.7%；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从1994年的47%上升到了2002年55.3%。

四 结论

本文采用中国的年度序列数据，分析了贸易政策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我国外贸及投资体制向自由化方向改革的过程中，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而有一定的不利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并没有演变为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仍是一种保护型的贸易体制。我国外贸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因为我国在体制外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即对“三资企业”进出口和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实行优惠政策措施，而这一措施本身具有半保护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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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Trade Policy Regimes, FDI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bstrac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trade policy regimes in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 use data for the period 1982-2002 to capture the impact of FDI interactively with economic openness o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a growth equ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na’s trade policy regime does not enhance the growth effect of FDI. This ascribes to China’s protective trade regime, with special arrangements for processing trade and joint ventures with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such as duty exemption schemes and rebates of Value Added Tax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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